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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体系之优化

石佑启* 韩永红**

摘 要 涉外法治人才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之基。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历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情况和中

国籍法治人才在国际组织任职情况进行观察,有助于全方位揭示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存在的不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亟待明确综合素质培育导向,推进“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推

动规范化标准化运行以及依托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平衡,由此来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优

化。应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胜任力体系;推动法学与其他专业

的交叉融合,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构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体系;拓展涉外法治人才的市场需求,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供需

对接体系,为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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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人才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之基,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

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2023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早日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
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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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研究”(项目编号:23ZDA056)
和广东省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国际法全英课程教研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

部环境》,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7473.htm,最后访问日

期:2024年8月10日。



提出,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

培养的工作机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已成为新时代国家的战略需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保障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可持续、高质量推进,我们需要总结以

往经验,分析当下不足,探讨未来推进路径。在此方面,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参考

和启示。但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所在高校或某些高校的探索实践展开,主要从供给侧思考

改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举措,包括课程设计、教材建设、师资培养、国际合作交流

等,〔2〕缺少基于需求侧情况的考察,缺乏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支撑,相关建议未免存在对

焦不准、根基不稳的问题。而在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侧方面,国际组织是涉外法治人才就职的

重要场所,国际组织人才是涉外法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

涉外法学教育力度,重点做好涉外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培养推送

工作。”〔4〕国际组织作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多边外交的主要平台,在制定国际规则、协
调国际事务、配置国际资源、提高国家的国际制度话语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
国也十分注重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因此,本文将在回顾和检视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历程的基础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践情况和中国

籍法治人才在国际组织任职情况进行考察,总结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需求,并进

一步思考和提炼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路径,为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我国

法学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已有四十余年的探索。结合我国涉外法治的建设

历程,可以尝试将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划分为1978—1999年、2000—2011年、2012—

2018年、2019—至今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9年)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交流的实践需求推动。1978年,

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对

国际法的研究”。〔5〕1979年,王铁崖和魏敏在《人民日报》联合撰文,呼吁在新时期国家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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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焕芳:“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6期,第

22—30页;杜焕芳:“全面把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要素和维度”,载《法治日报》2023年5月24日,第9
版;郭雳:“探索完善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载《光明日报》2023年11月28日,第14版等。

 

本文将“涉外法治人才”的外延界定为涵盖所有从事具有跨国因素法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既包

括在法律服务机构、企业、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中从事涉外或国际法律事务的工作者,也包括在高

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国际法、比较法、外国法和法律外语等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人员。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
11/17/c_112675167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8月10日。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视国际法的教学研究。〔6〕北京大学法律系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本科专业,并率先

招收国际法硕士研究生。此后一些高校开始陆续建立国际法系、国际经济法系或国际法研究

所,进行国际法人才培养和国际法研究。如1980年武汉大学设立国际法研究所,1983年北京

大学成立国际法研究所,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立国际经济法系,1985年华东政法大学

设立国际法系等。1982年,国家教委正式将国际经济法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使国际公法、国际

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成为平行的三个法学学科。

在涉外法治层面,这一阶段我国的涉外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极为迅速,以外商投资促进法律

制度构建为主线,我国还制定了涵盖外汇、税收、海关、经济合同、知识产权、外国人管理等领域

的涉外法律,初步建立起涉外法律体系框架。同时,积极推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互动。如全国

人大常委会为转化、落实《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通过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86)和《领

事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为规范条约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文件的谈判、签署、批准程序,制

定了《缔结条约程序法》(1990)。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1987);《民事诉讼法》(1991)

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对涉外案件的管辖、送达、财产保全、仲裁、司法协助问题作出较

为系统的规定等。

在这一阶段,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以国际法人才培养为主,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和涉外

法律体系的快速建立为这些毕业生提供了广阔舞台。其中相当一批人才活跃在外事部门、教

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

第二个阶段(2000—2011年)得益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实践需求推动。在

履行 WTO承诺的驱动下,我国开启了升级涉外立法体系建设的进程。对标 WTO协定所确

立的基本原则和义务,围绕投资、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我国通过立、改、废形式升级法律法

规,为各类主体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一阶段也制定了多部专门性涉外立法,如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010)、《驻外外交人员法》(2009)。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

我国也从学习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利用者。这一阶段的涉外法治建设对外使我国正式融入

全球经济体系和多边贸易体制,对内促进了改革开放的升级,也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旺

盛的实践需求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这一阶段,更多高校开始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各类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或试验班先

后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得到拓展。例如,2003年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合作举办法

学硕士学位项目,2005年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中国法硕士学位项目。

第三个阶段(2012—2018年)开始的标志是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牵头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

育培养计划。〔7〕该计划提出应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司法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

·9241·

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之优化

〔6〕

〔7〕

参见王铁崖、魏敏:《国际法的研究必须加强》,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3版。
参见《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

号),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9/s6550/201112/t20111223
_16835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8月10日。



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复合型法律人才。随后,有22所高校入选“涉外法律人才教育

培养基地”,更多高校入选省级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在涉外法治建设层面,这一阶段以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为标志,我国开启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建设。2013—2018年,国务

院先后批复设立了上海等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则在制度层面正式开启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序

幕。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相对接,我国对其他经济领域相关涉外法律也

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如2017年、2018年先后两次修改《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对外贸易

法》等涉外法律也先后得到修改。

在这一阶段,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持续推进。各高校开始思考如何基于区位优势、

办学基础和学科优势,进行差异化、特色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一些高校开始探索区域性特色

培养模式,基于所在地的地域优势或专业优势开设特色型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如侧重培

养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涉外法治人才。

第四个阶段(2019—至今)开始的标志是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

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8〕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一文中指出,要加大涉外法学教育力度,重点做好涉外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国
际组织法律人才培养推送工作,更好服务对外工作大局。这标志着,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进

入加快推进阶段。〔9〕

这一阶段,我国涉外立法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大幅拓展。先后制定了《外商投资法》

(2019)、《出口管制法》(2020)、《生物安全法》(2020)、《数据安全法》(2021)、《反有组织犯罪法》

(2021)、《反外国制裁法》(2021)、《对外关系法》(2023)、《外国国家豁免法》(2023)等相关法律。

商务部还制定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0)、《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2021)等规章,以对抗外国实体在国际经贸相关活动中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及

严重损害我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和措施。为促进国际法的遵守和实施,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民用航空法》,在“承运人的责任”规定方面,借鉴、转化了《蒙

特利尔公约》(1999)的相关条款。2022年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缔结条约管理办法》,在
《缔结条约程序法》(1990)的基础上,对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缔结条约的职能、权限、

程序、责任做了细化规定。据统计,截至2024年9月,我国现行有效的303部法律中,有专门

涉外法律54部,含有涉外条款的法律15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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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

量效率 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6日,第1版。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第14页。



在这一阶段,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中央和地方层面政策支持得到强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制度环境得到提升。中央和地方多个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2021
年,教育部、司法部启动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15所高校入选;

2022年,教育部、司法部启动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20所高校入

选;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公布涉外法治人才协同

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的通知》,51所高校入选。司法部正在加快建设国家级涉外法治研

究基地,积极推动律师、仲裁等法律服务业“走出去”,加快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律师

事务所等。〔10〕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2023年)

提出,加快打造仲裁制度接轨国际、仲裁资源高度集聚、仲裁服务功能健全的面向全球的亚太

仲裁中心。广东省司法厅推进港澳律师大湾区内地执业试点,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律师积极办

理谈判法律事务;广东省委依法治省办召开涉外法治工作建设会议,组建广东省涉外法治人才

库、涉外法治青年人才库等。

二、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检视

历经四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相较于新时期的

国家战略需求仍存在诸多亟待优化之处。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方面分别对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取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与积累的经验进行观察、审视与总结是进一步优化新时代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基础。
(一)从“供给侧”审视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情况

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来看,我国高校已为涉外法治领域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近十年来,国内高校共培养法学类本科生75.9万余人、法律硕士15.7万余人、法学硕士10.2
万余人、法学博士9700余人。律师事务所已经在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分支机构160多

家,拥有涉外律师1.2万人。〔11〕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培养出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海洋法庭法官、WTO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法官、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员和调解员、国际法

研究院院士等杰出人才。〔12〕

随着我国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日趋重视,国内高校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展开了多种

形式的探索。这些模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综合培养模式、特色试(实)验班模式和专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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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参见赵婕:“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载《法治日报》2024年1月17日,第1
版。

参见闫冬:“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体两翼’”,《中国法治》2024年第2期,第99—102页。
参见黄进:“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

7—10页。



合模式。其中较为成熟的“外语+法学”、“法学+外语”专业复合模式已形成基本共识。〔13〕

目前,我国高校大多实行“法学+外语”双学位制或通过“法学院+外语学院”“政法院校+外语

院校”联合培养的方式,使学生既能获得法学教育资源,又能获得外语教育资源,实现两者的交

叉融合。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尚不能满足新时

期国家的战略需求。一方面,现有涉外法治人才储备还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

实际需要,主要表现为数量不足、能力不足、经验不足、培养不足。〔14〕有学者指出,我国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主要面临以下挑战:国际法学科地位弱化、人才培养体系落后、外语交流能力较

弱、国际事务应用能力不强。〔15〕另一方面,当前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普遍存在国际公法

人才紧缺、国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同质化、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可见,学界对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及其体系优化的需要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如何优化尚未有清晰的

路径。
(二)从“需求侧”观察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际效果

面对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侧”失衡的问题,我国学者已做了相关探讨,

但大多聚焦于对“供给侧”进行分析,鲜有针对“需求侧”的实证分析。在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侧方面,国际组织无疑具有代表性,是涉外法治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之一。有学者建议,

要有针对性地着力培养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组织关键岗位所需高端法律人才,选派得力人选

竞聘主要国际组织关键法律岗位,加强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培养推送工作。〔16〕因此,从教育背

景、工作经历与选任途径等维度对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法治人才进行观察、统计和分析,

以洞察其中的人才培养和成长规律,有助于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提供借鉴。

截至2023年底,全世界大约有70000个国际组织,其中我国参加了5584个国际组织,位
列世界第29位。〔17〕考虑到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治和我国涉外法治的密切性,通过选取专业性

国际组织中的争端解决机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两类国际组织,具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
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国际商会(ICC)、联合国国际法院(ICJ)等27个国际组织,对这

些国际组织中国籍任职人员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进行统计分析,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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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形成了“外语+法学”和“法学+外语”两种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形成了“法学+英语”“法学+小语种”“法学+经济+外语”“法学+复语”等多种复合类型。2020
年,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外语+法学”的复合型培养模式联合办学。参见韩永红、覃伟英:
“面向‘一带一路’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与展望”,《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1辑,第88—89
页;王文华:“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中国大学教学》2015年第11期,第23—26页。

参见黄进,见前注〔12〕。
参见刘晓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载《法治日报》2021年1月20

日,第9版。
参见黄惠康:“破解法学教育困局 加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国高等教育》2024年第2

期,第18—23页。

Se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line,
 

http://ybio.brillonline.com/ybio/,
 

last
 

visited
 

on
 

5
 

January
 

2024.



组织任职的中国籍人员的情况。

以国际争端解决组织为观察视角,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国际商会、联
合国国际法院、联合国上诉法庭(UNAT)、联合国争议法庭(UNDT)、国际海洋法法庭

(ITLOS)、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及国际刑事法庭余

留机制(MICT)作为数据检索源,时间跨度锁定为从该国际组织成立之日起至2022年12月

31日。经由统计可以获知,国际争端解决组织中国籍工作人员任职信息70条,共53位专

家。〔18〕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共有22条任职信息,包括20位专家组指示性名单的专家及2条

WTO工作人员任职信息,共21位专家;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有30条任职信息,共16位专

家;〔19〕国际商会有1条任职信息;联合国国际法院有7条任职信息;联合国上诉法庭有1条

任职信息;联合国争议法庭有1条任职信息;国际海洋法法庭有4条任职信息;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有1条任职信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有2条任职信息;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有1
条任职信息。

图1 争端解决组织任职人员统计

以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为数据检索源,〔20〕将时间跨度锁定为从该国际组织成立之日起至

2022年12月31日,检索公开网络中可查询到的高级官员任职信息。〔21〕据统计,联合国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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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已涵盖在 WTO与ICSID均有任职经历的张玉卿和张月姣,在 WTO中担任过专家组成员及副总

干事的张向晨以及在ICSID多次担任仲裁员和调解员的专家。
其中有13名专家在ICSID获连任,黄进连任2次,共经历3个任期。
参见《联 合 国 系 统》,载 联 合 国 官 网,https://www.un.org/sites/un2.un.org/files/2021/09/

chart2021.pdf,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8月10日。
联合国国际公务员的职位一般可分为D级以上职位的高级官员、P级职位的业务类官员和G级职

位的一般事务类人员。



图2 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任职人员统计

门机构任职人员任职共22位专家。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位,联合国亚太经社理

事会(UNESCAP)3位,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2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ILC)、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联合国秘书处

(UNSG)、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 际 农 业 发 展 基 金(IFAD)、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世界气象组织(WMO)、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DP-
PA)、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各1位。

根据联合国2022年8月18日公布的2021年联合国人力资源数据报告可知,当年中国籍

任职人员数量为1471人,〔22〕其中担任高级职位的人员仅有22人。可见,联合国及专门机构

中中国籍任职人员人数较多,但所担任的职务级别相对较低。

从教育背景来看,在争端解决机构任职的中国籍人员中,除2位的教育背景未能考证外,

有38人具有国(境)外留学经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或访问学者)。在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中

任职的中国籍人员中,13人具有国(境)外留学经历,合计占比67.1%。在争端解决机构任职

的人员中,48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在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任职的人员中,15人拥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合计占比82.9%。由表1和表2可知,在争端解决机构任职的人员中,具有法学教育

背景的占比83.3%,远高于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中拥有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员占比(17.4%)。其

他专业教育背景中排名居前列的为政治学(10位)、外国语言文学(10位)和经济学(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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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类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教育背景统计

教育背景特点总结

国际组织分类 争端解决机构 联合国及专门机构 总计

具有国(境)外留学经历 38人 70.3% 13人 59.1% 51人 67.1%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48人 88.9% 15人 68.2% 63人 82.9%
具有法学教育背景 45人 83.3% 4人 18.2% 49人 64.5%

表2 两类国际组织任职人员非法学专业背景分布情况

表3 两类国际组织任职人员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特点总结

国际组织分类 争端解决机制 联合国及专门机构 总计

具有国际组织任职经历 22人 40.7% 11人 50.0% 33人 43.4%
具有高校任职经历 39人 72.2% 3人 13.6% 42人 55.3%

具有国内公职任职经历 34人 63.0% 17人 77.3% 51人 67.1%

从工作经历来看,由表3可知,争端解决机构任职人员中有22人具有国际组织任职经历,

占比40.7%;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任职人员中,11人曾在其他国际组织任职,占比50.0%。国

际组织任职经历包括在该国际组织以外的其他国际组织任职和在同一国际组织连任。前者如

张玉卿、张月姣曾在 WTO和ICSID先后任职;后者如赵厚麟在2014年10月23日当选国际

电信联盟秘书长,2018年11月1日再次高票当选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争端解决机构任职

人员中有39人,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中有3人曾有在高校任职的经历,占比分别为72.2%和

13.6%,呈现明显差别。在国内公职任职经历方面,争端解决机构和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任职人

员占比分别为63.0%和77.3%,相差不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争端解决机构的任职人员要

求有更高的专业积累,也有更高概率在该领域继续进行学术深耕,而联合国及专门机构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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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更注重专业实务能力,较少投身于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

对于中国籍法治人才在国际组织任职情况的观察,为我们从“需求侧”梳理和总结我国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需求提供了重要视角。以上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在国际组织任职

的人才数量少,其中担任高级职位的人才更少,从而印证了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

一定程度失衡的判断。

三、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需求

尽管理论与实务界已围绕如何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诸多意见建议和实践方

案,但多数观点仍呈现碎片化特征。由此,推动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具有现实紧

迫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既要有效回应前期工作存在的不足,也要适应新时代国

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明确具体的培育导向、学科规划、规范路径和目标指向。
(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亟待明确综合素质培育导向

国际组织任职人员的复合型教育背景共性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

了较为清晰的路径启示。例如,国际组织任职人员选拔中较青睐能熟练掌握外语或对国际政

治经济具有相应知识储备的候选人,以及看重选拔交叉领域的人才。这一点在联合国专门机

构中表现更为突出,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前秘书长柳芳的教育背景即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国际

法学与航空及空间法学专业。同时,对国际奥委会99名委员的履历进行分析,发现学习管理

学、法学、医学、经济学专业的人次占总人数超过七成;对能源环境相关国际组织职员招聘的专

业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其对一般职员有自然科学专业背景的要求,而对高职级职员则既要求有

自然科学背景,又要求有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背景。

因此,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亟待明确综合素质培育导向,尤其是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全
球胜任力作为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的基础核心能力。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美国学者金洋

咏较早作了界定,认为其包括言语交际能力、非言语交际能力、语言规则和交际规则转化能力、

文化适应能力。〔23〕国内外学者均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要素展开了进一步探讨,如认为

其具体包括全球意识、文化调适、交际实践,〔24〕以及态度、技能、知识和意识等。〔25〕与此同

时,《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也已将跨文化交际

能力列入外语教学的核心培养目标,标志着现今外语人才的核心能力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培养单一的语言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近年来,学者还提出了升级版概念———全

球胜任力,具体是指审查本土、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理解和欣赏他人观点和世界观,与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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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人进行相互尊重的有效互动,并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26〕大学

生全球胜任力的核心内涵包括国际化理解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专业化竞争能力等,〔27〕具
体表现为国际组织人才应该具有国际视野,善于理解、宽容文化差异。〔28〕联合国专门机构人

才聘用标准显示跨文化交际能力或全球胜任力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人才招聘时的共同要

求。〔29〕这表明,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向与国际组织的人才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只有在学

科建设、课程设计、标准构建等方面均融入关于综合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提升涉外

法治人才的综合能力,回应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
(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呼唤推进“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对标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需求,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呼唤进一步推进“法学+”

学科体系建设。目前,从具体的方案设计、推进力度和实践成效来看,以“法学+”为代表的学

科建设模式相比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而言,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对此,现有研究尝试从提

升学科体系、建设高水平师资团队、构建协同培养机制、打造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加大经费支

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

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30〕有学者亦提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

养定位不应仅仅停留于理论知识的整合,而应致力于打造以高校为核心、法律实务部门及法律

服务机构共同参与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复合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31〕实践课程体系是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要大力建设以国际法、国别法、比较法及案例、实务、研讨等为核

心模块的涉外法学实践课程体系。〔32〕全面有效统筹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开展量身定制模

式,联合实务部门共建协同育人机制。〔33〕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建议各院校积极调整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方案,支持开展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试点,多途径拓宽对外交流

渠道等;〔34〕建议改进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结合各高校实际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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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S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ISA
 

2018
 

Global
 

Competence,
 

”

https://www.oecd.org/en/topics/sub-issues/global-competence/pisa-2018-global-competence.html,
 

last
 

vis-
ited

 

on
 

11
 

October
 

2024.
参见黄雯怡:“基于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大学英语教学路径探析”,《中国大学教学》2023年第12期,

第56—62页。
参见张民选:《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
参见滕珺、曲梅、朱晓玲、张婷婷:“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 ———联合国专门机构专业人才聘用

标准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10期,第78—84页。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

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第1版。
参见张法连、李文龙:“我国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语言与法律研究》2019年第1

期,第129—149页。
参见马怀德:“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红旗文稿》2023年第24期,第26—29页。
参见杜焕芳:“全面把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要素和维度”,载《法治日报》2023年5月24日,

第9版。
参见郭雳,见前注〔2〕。



案,抓好核心教材、编好主干教材、开发新形态教材等。〔35〕这些建议和措施都有助于进一步

深化“法学+”学科建设模式,优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对法学教育,

包括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带来的影响也亟需纳入到“法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整体考量之中。总

体而言,目前迫切需要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等方面进一步整合资源,围绕我国涉外法治教育形

成整体性、系统性的学科体系建设思路,致力于培养具备综合素质和实操能力的涉外法治人才。
(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推动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为保障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

性、稳定性,应尽快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制定完善相关国家标准,建立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参照系”,为全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明确、协调的规范指引。

通过对中国籍法治人才在两类国际组织中任职情况的考察,发现其均有较为长期、丰富的

国内外教育、工作经历。其他国家的相关实践也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长期性和系统性

提供了佐证。有学者研究了多国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的经验做法后,将之归纳为三种模

式,即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养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的日韩模式;上下联动,人
才培养与输送并重的瑞法模式。〔36〕三种模式均体现出“政府—高校—社会”三方长期联动的

特点。还有学者总结了德国的国际组织人才螺旋发展模式,主要包涵人才孵化、派出历练、回
巢哺育、晋升与联结四个主要阶段。该模式打破了一种单线型的职业发展路线,强调人员和知

识的多向流动。〔37〕换言之,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嵌、国内法和国际法知

识的熟稔、涉外法律实务技能的培育无一不需要依赖长期的学习和涉外法律实践才能练就。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出

更高要求。长期的、系统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进程,往往会受到复杂多变的主客观环境影响,

造成涉外人才培养体系和具体方案缺乏相应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尤其是,各地区、各部门、各
单位均在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新机制,这在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才培养质量的参差不齐。因此,国家层面有必要在前期研究和实践基础上,

就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课程设计、师资力量、考核要求等内容建立相对明确、统一的标准,形成

具体规范。通过规范体系完善,明确由相关部门依照标准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进

行考核评估,有利于缓解全国范围内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机制等的分散化,有利于督促不

同主体参照标准,切实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质量。
(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依托需求和供给的动态平衡

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存在优化的空间,主要还体现在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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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参见王辉:“着力办好法学教育 加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7日,第9
版。

参见覃云云、李蓥妍、吴岳欣:“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研究述评”,《全球教育治理》2022年第9
期,第49页。

参见陆娇娇、贾文键:“德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的‘螺旋模式’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

第12期,第79页。



求侧”失衡的结构化矛盾仍较为突出。〔38〕在供给侧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受限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分思维的影响,国际法学科发展积弱,影响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

量。有学者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重视不够,压缩了国

际法学科、取消了国际法专业、削减了国际法课程、脱离了国际法实践、忽视了学科交叉融合、

减少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数量,降低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39〕在需求侧方面,我国涉外

法治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仍不成熟。涉外立法体系虽已建立,但面临转型需求;〔40〕涉外执

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的发展水平有待提升;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付之阙如,

尚未建立起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等能够

提供的涉外法治人才岗位严重不足,学生毕业后找到涉外法治对口工作岗位的几率不高。〔41〕

“出口”预期的不明朗影响了“入口”的积极性,导致高校难以鼓励、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将学业重

点投向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相关项目或专业方向,进一步造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结构性失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

缺一不可。这一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定位同样适用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从改革

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参与全球治理;从国家教委设立国际法学科到《教育部 中央政

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再到《教育部学位管理与

研究生教育司和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的

通知》和《教育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

目的通知》的发布,每个阶段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践的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外在支持和市场需

求的内部推动。政策引领直接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的启动和发展,市场需求则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推进提供内在动力。两者产生合力,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供给侧与需求

侧迈向平衡,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推进。

四、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路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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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参见黄惠康:“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武大国际法评论》2024年第1期,第10页。
参见黄进:“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国际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

7—10页。
参见韩永红:“论我国涉外立法的转型”,《东方法学》2023年第2期,第110页。
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成果展》显示,2019年其法学毕业生从事

涉外法治工作人才占比为:本科生(36.2%)、法学硕士(33.3%)、法律硕士(非法学)(39.7%);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法学院发布的《“贸法巡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特色之路》显示,2016—2020年,在895名硕士毕业生

中,263人(29.4%)在涉外律师事务所工作,166人(18.5%)在涉外企业、跨国企业工作,80人(8.9%)到涉外

国家机关、部门工作,33人(3.7%)选择出国留学或者涉外国内深造,31人(3.5%)到涉外事业单位和高校工

作,2人(0.2%)在重要国际组织就职,320人(35.8%)为非涉外毕业去向。



见》提出,“推进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统计学、管理学、人类学、网络工程以及

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

置,支持能够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高等学校按程序设置国际法学相关一级学科或硕

士专业学位类别,支持具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等学校按程序自主设置国际法

学相关二级学科,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42〕面
向新的政策要求,立足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经验和不足,特提出优化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体系的四个基本路径。
(一)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胜任力体系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构成涉外法治人才应具备的基础性核心

能力。〔43〕优化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要求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构建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的胜任力体系,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指标。

结合学界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尝试将涉外法治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括为语言技能、

认知能力和共情能力。其中,语言技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层面组成部分,要求涉外法治

人才能够在法律语境下熟练使用一种以上外语有效开展工作;认知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第二层面组成部分,要求涉外法治人才了解、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语言背后的文化、思维方

式、社会心理、民族性格、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等;共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三层面组成

部分,也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具有包容力、接纳力和同理心,具
有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等交际障碍的意识,不用本民族、本国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行

为模式衡量其他国家、民族。
“胜任力”指的是与成功完成涉外法律实务工作任务直接相关的技能、特质和行为总和。

关于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体系构成,我们或许可从国际组织的胜任力相关研究和实践中获得

一些启示。联合国秘书处于1999年发布的《联合国面向未来的胜任能力》(United
 

Nations
 

Competencies
 

for
 

the
 

Future)报告,提供了联合国胜任力模型,该模型包括3项核心价值观、8
项核心胜任力与6项管理能力。〔44〕其中,核心价值观包括正直、专业和尊重多样性,核心胜

任力包括沟通、团队合作、计划与组织、责任、创造力、以当事人需求为中心、持续学习、技术意

识,管理能力包括领导力、视野、赋予他人权力、建立信任、管理绩效、判断和决策。〔45〕在《联
合国面向未来的胜任能力》的基础上,2009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布《联合国价值观和行为框架》
(UN

 

Values
 

and
 

Behaviors
 

Framework)。这一框架包括包容、正直、谦逊、人性四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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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载新

华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6/content_5743383.htm? dzb=true,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8
月12日。

参见石佑启、韩永红:“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路径和教学模式”,《大学生就业》2012年第16
期,第49—53页。

 

See
 

United
 

Nations,
 

“Competencies
 

for
 

the
 

Future,
 

”
 

https://hr.un.org/sites/hr.un.org/files/

Competencies%20for%20the%20Future_0.pdf,
 

pp.
 

12-13,
 

last
 

visited
 

on
 

10
 

August,
 

2024.
Ibid.



以及联系和协作、分析和规划、交付有积极影响的成果、学习、发展五项行为。〔46〕其中,在包

容价值观中特别提及要采取行动减少自己对其他个人、群体、文化、语言、组织和方法的偏见、

成见和臆断,表现出对跨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并意识到在其他文化中可能会如何看待有关行动

和行为;〔47〕在人性价值观中特别提及要以同理心、同情心和善意对待他人。〔48〕

以此为借鉴,我们认为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体系应至少由价值观、跨文化交际能力、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四个部分构成。在国际法律环境中执业的律师需要掌握交流、谈判、讲介、项目

管理的技能,需要发展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能力。〔49〕按照传统基础学科分类,将外语、法学

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基础学科的旧课程体系已不能满足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需要,具有政法

与外语双重教育资源背景的学生通常拥有扎实的外国语言功底及跨文化交际能力,〔50〕对语

言与跨文化交流的敏感度也会更强烈。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通过外语专业和法学专业

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共同实现。

第一,需通过法律外语系列课程(融合听、说、读、写、译多种语言技能)促进外语技能和法

律语境的融合。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国际组织几乎所有岗位都要求申请者熟

练掌握英语,大多数岗位将了解英文之外的联合国官方语言作为一种应聘优势。〔51〕涉外法

治人才的外语技能除一般工作交流外,还必须达到足以胜任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要求。故需

积极引导学生将语言学习作为了解目标国家法律文化与国家制度框架的基础,并特别强调法

律外语技能的训练。第二,需通过设置经济、政治、文化等通识性课程,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对于

其他国家、民族的认知能力。外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一般情况下呈正向关系,但当外语水

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外语能力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会显著变弱,相关文化专业知识需要加

强。〔52〕强外语技能不等于强沟通效果,从实践来看,我国高校优秀学生在国际组织实习时因

习惯委婉表达的低语境交流模式,导致沟通交流仍存在一定隔阂。第三,创设跨文化交际实践

的场所和机会。交际实践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有新的思路去开辟跨文化

交际实践的场所和机会。在国际组织层面,建议争取将更多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我国,这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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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雷:“政法类高校法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教育语言学研究》2021年辑刊,第

221—225页。
参见张治国:“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期,第88—89页。
参见庞超伟、张探、肖蓉:“国际组织人才跨文化能力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联合国维和人员为

例”,《外语学刊》2022年第5期,第8页。



拓展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在国际组织实习和任职的机会。〔53〕例如,日本长期从政策、资金、人
员、机构设置等诸多层面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吸引了39个国际组织入驻,东京也成为亚洲地

区国际组织落户最多的城市。〔54〕同时,还应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搭建国内外虚拟交流平台,促
进在线学习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互相融合,如开发、建设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虚拟仿真

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国际争端解决机构、跨国企业等多种虚拟仿真实习场景和实践项目。

(二)推动法学与其他专业的交叉融合,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的先决条件,但若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公务

员,乃至未来的领导人,还需要进一步搭建和完善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结构。〔55〕国际组

织人才在具备某一学科背景的同时,应该拓宽领域,接触更多跨学科工作,拓展知识面,力争成

为综合型人才。〔56〕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对国际组织人才发展有着特殊贡献,而在专业

性国际组织,如材料和能源领域相关国际组织中,自然科学背景往往也是必备条件。在国际组

织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大学的课程建设特点之一便是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结构;〔57〕德
国的国际律师人才培养也强调通过跨学科路径来学习法律,除了需掌握法学理论、法律实务技

能外,还需了解经济环境,对商务和管理有一定认知。〔58〕因此,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致力于

构建“法学+”学科体系,不仅要聚焦与传统社会科学专业的交叉融合,还要重视与自然科学专

业的联合培养。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

设和拔尖人才培养。从法学专业培养模式的自我创新和自我提高出发,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致

力于构建“法学+”学科体系,也契合之前我国提出的“新文科”建设理念。新文科的最大特点

是学科交叉,秉持新教育理念,适应新时代发展潮流,把纯文科转向文理交叉的学科,引导文科

学生锻炼理科思维,提高把握时代科技发展方向能力。〔59〕其中,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

培养能够将不同学科与法学深度融通的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是新文科建设的重点。〔60〕

为适应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全球治理和学科发展的需求,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应基于自身办

学特色和学科基础,培养法学与其他学科深度融合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例如,综合性大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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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58〕

〔59〕

〔60〕

目前,总部设在我国的国际组织有8个,包括: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国际数字地球学会、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师教育中心。
参见丁红卫:“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国际论坛》2020年第4期,第112—113页。
参见金蕾莅、刘士达、施华杰:“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的任职特征及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启发”,《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5期,第82—90页。
参见何昌垂:“从联合国看国际组织人才任职能力培养”,《国际人才交流》2018年第7期,第2页。
参见郦莉:“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及中国的培养机制”,《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第

3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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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计算机技术、数据科学和法学方面具有良好学科基础的高校,可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法学

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设立“人工智能法学”等新兴专业;语言类高校可重点推进法学与外语学

科、区域国别学的深度融合,致力于培养综合性涉外法治人才等。此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

式应加强法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具有跨学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思维能

力的交叉复合型法治人才。〔61〕具体可尝试在本科阶段设立法学与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双学位

班,以及与校内其他院系采取成绩互认等主辅修方式,鼓励法学专业本科生到其他院系辅修其

他课程,或其他专业本科生到法学院系辅修法学课程,〔62〕也可采取“4+3”等本硕跨专业连读

模式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推动法学与其他学科培养模式上的交叉融合。

(三)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家标准体系

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已经明晰———培养“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

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但如何通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这一目

标的路径仍不明确。我国应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涉外法治人才评价标准官方认证

体系,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供需平衡提供有力评价标尺。〔63〕目前,关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标准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有学者基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提出了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实质标准,包括知识标准、能力标准、素质标准。其中,能力标准包括较强的语言能力、

国际商务谈判的能力、处理国际纠纷的能力、运用国际法规则的能力、国际礼仪与国际交往的

能力。〔64〕但并未提及如何具体培养及评估上述能力。面向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存在

的缺陷和规范化标准化构建的需求,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应重点涵盖课程体系、师资认

证体系、考核标准体系等方面。

1.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版)》规定,法学类专业课程总体上包括理论教学课程和

实践教学课程。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专业课;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包括实验和实训课、专业实习、社会实践与毕业论文。我们应以《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021版)》的课程体系框架为基础,对应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进行补充性、改良性

课程体系建设。

对应金字塔型的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也为金字

塔型体系。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模块,对应的教学目标是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

中的价值观。该部分课程可基本按照《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版)》开设。另一方面,

在《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版)》的基础上,通识课程模块和法律外语课程模块对应的

教学目标是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根据各高校的办学基础

和特色,适当增加通识课程,开设法律外语系列课程;国内法课程模块、国际法课程模块和全英

·3441·

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之优化

〔61〕

〔62〕

〔63〕

〔64〕

参见孟磊:“我国复合型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探究”,《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1期,第70—74页。
参见杨雅妮:“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变革”,《新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第80—94页。
参见郑雅方、江必新:“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四个维度”,载《光明日报》2021年5月4日,第7版。
参见徐伟功:“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标准研究”,《文科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24—25页。



法学课程模块对应的教学目标是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中的专业知识,需要增加国际

法课程,将部分国际法、比较法和外国法课程开设为全英法学系列课程,通过法律英语、法学知

识和法学思维的同步学习和交叉融合,培养直接以外文学习法学知识,并进行运用、思考的能

力;涉外法律实务实践课程模块对应的教学目标是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指标体系中的专业技

能,需要补充涉外法律咨询、涉外法律谈判、涉外法律文书写作及跨境争议解决方面的实践课

程。我国应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规定各法学院开设上述课程的基本比例要求和课

时标准,并允许各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和资源优势开设更高比例或更多类型的课程。

2.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认证体系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教师的素质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高校需要建设能够胜任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工作的师资团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标准应在《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
版)》关于教师队伍规定的基础上,〔65〕规定从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涉外法治研究和涉外法治

服务的教师比例或数量要求,建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认证标准。

跨文化交际能力或全球胜任力要求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区别于一般法治人才培养师

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教师还需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

求,更新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不断优化跨学科知识结构。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仅依靠教师自

身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恐难以充分应对。因此,立足涉外法治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涉

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认证体系具有现实必要性。

对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的认证,虽然我国个别高校已在此方面有初步探索,〔66〕但尚

未能全面认识其重要性并进行系统性规范构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最早开始关注全球胜任

力问题。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学术机构或专业组织开始将全球胜任力的要素纳入

教师专业标准。美国督导与课程开发协会(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
velopment)专门针对教师开发了“教师全球胜任力学习连续体”(global

 

competency
 

learning
 

continuum),从态度、知识及技能3个维度出发,明确了12个基本要素。其中,态度维度包括

同理心和重视多元视角、致力于促进全球公平2个要素;知识维度包括了解全球状况和时事、

理解世界相互联系的方式、对多元文化的体验式理解、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4个要素;技能维

度包括教学设计技能、教学语言表达技能、课堂教学技能、检查学习效果技能、说课与听评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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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应当高于90%;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

一;应当具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应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或跨学科教育背景;应包括一定比例

的实务部门的专家;应具有5年以上本学科专业教育背景,实践性强的课程的主讲教师应具有实务工作背景

或实务经验。
如清华大学率先在2016年启动实施《清华大学全球战略》,提出了“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创新人

才”的目标。参见《全球战略》,载清华大学官网,https://www.tsinghua.edu.cn/hzjl/gjhz/qqzl1.htm,最后访

问日期:2024年8月10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自2017年起,先后制定了《本科教学全英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全英/双语课程管理办法》,要求教师同时具备法学专业和英语语言学习背景,对全英课程及师资实行认证,
严把全英课程及教师的准入标准。



能、教学反思技能6个要素。基于3个维度,12个要素的测评,将教师的全球胜任能力划分为

萌芽、初期、发展、精通、先进5个能力层级。〔67〕以上实践可为我国提供借鉴,结合我国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实际需要,研发我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或全

球胜任力认证标准。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师资认证体系应作为对从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涉外法治研究和涉外

法治服务的教师进行奖励和培训的基本依据。以师资认证体系为基础,应进一步建立配套的

培训体系和奖励体系,以助力相关认证标准转化为具体实践。例如,基于教师的全球胜任能力

认证层级,提供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包括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机会,助力教师实现

持续性成长。培训课程和培训机会包括但不限于举办有利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系列讲

座,资助教师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国际研修、从事国际合作研究,选拔推荐教师到涉外法律实务

部门挂职交流,或者到国际组织、国际期刊任职等。同时,应对参与实务教学的人员提供工作

保障、奖励激励、资助补贴等,保障认证标准的有效落实。

3.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考核标准体系

为便于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成效和培养质量作出评估和反馈,国家还应在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和师资认证标准基础上,同步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考核标准体系。

与涉外法治人才胜任力体系构成相对应,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考核标准体系包括四个维

度:价值观、跨文化交际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在这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中,价值观位于

第一层位置,跨文化交际能力位于第二层位置,专业知识位于第三层位置,专业技能位于第四

层位置,呈现金字塔型。价值观包括思想政治和法律职业道德。思想政治方面的指标包括政

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有促进国际法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指标要求涉外法

治人才除具备一般的法律职业道德外,还需具有家国情怀,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大局

观。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指标包括语言技能、认知能力和共情能力。专业知识方面的核心指标包

括系统掌握国内法学基本理论和规则体系;熟悉国际法基本理论和规则体系;熟悉涉外法治的基

本理论和实践。专业技能方面的核心指标包括:具备较好的法律分析、推理、检索、研究、口头和

书面表达能力以及法律争议的解决能力。〔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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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巍、叶蓓:“如何提升教师的全球胜任力———教师全球胜任力提升工具GCLC及其启示”,
《教育测量与评价》2023年第6期,第10—21页。

不同国情和法系对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既具有共性也具有差异,如美国《法学院审批标准

和程序规则》(2023—2024)除规定了具备、理解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具备法律分析、推理、检索、问题解决和

法律语境下的书面、口头交流能力,对当事人和法律体系履行适当的职业和道德责任外,还涵盖了其他一些

法律专业技能包括:面试、咨询、谈判、事实发展和分析、审判实践、文件起草、冲突解决、法律工作的组织和管

理、协作、文化能力和自我评价。Se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23-2024
 

Standards
 

an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Approval
 

of
 

Law
 

Schools,”
 

https://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administrative/legal_educa-
tion_and_admissions_to_the_bar/standards/2023-2024/2023-2024-aba-standards-rules-for-approval.pdf,

 

pp.
17-18,

 

last
 

visited
 

on
 

10
 

August
 

2024.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考核评估方面,价值观的评估应进行全过程考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

估建议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69〕和“法律英语证书(LEC)考试”的基础上,研发跨文化

交际能力等级量表予以考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评估可尝试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之后,附加涉外法治人才职业资格考试,补充考察对国际法(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和涉外法治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

应当明确的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标准是各高校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时应遵

循的基本标准,应允许和鼓励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办学特色,在共性基础上建设个性化、

更高标准。同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标准也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实施定期动态调整,建议

我国在教育部设立指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常设机构,并授权其组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家

标准的制定、修改和解释等。
(四)拓展涉外法治人才的市场需求,构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供需对接体系

在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我国应有意识推进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侧”改革,

以市场需求来保障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摆脱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分思维的影响,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为指引,提
升涉外法治建设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涉外法治不同于国内法治之处在于其“双面向

性”。涉外法治的国内面向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国际面向是促进国际法治

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是国内法治的对外延伸和国际法治的向内投射,是
联结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和纽带,既涵盖我国国内法治中涉及对外事务的内容,也涵盖

我国通过参与国际法制定、实施、解释和国际司法合作而融入国际法治的内容。因此,在推进

涉外法治建设过程中,应着力破解我国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和法治宣传部门将国内法和国际

法进行严格划分的思维定势。在国内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建设中,考虑处理涉外事务和保护

海外利益的需求和情形;在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开展国际司法合作过程中,考量对国家、人民

利益的可能影响,考虑与国内法规范的衔接和协调。

第二,围绕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方面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缓解制度环境

塑造与涉外人才培养需求之间的脱节。涉外法治涉及面广,联动性强,涵盖内容较多,这就决

定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结合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具体要求的转变提供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是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要求培育的法治人才应具备领事保护与协助能力,完善保护我国

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二是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要求司法实务工作者能够提

高涉外执法司法效能,聚焦涉外司法审判体制机制改革,致力于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三是增

强涉外守法体系建设,要求涉外法律服务者具有良好的法制国际传播能力,通过法律法规普

及,引导我国公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

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三,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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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见《<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由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发布》,载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
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4/t20180416_33333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8月13日。



体系和话语体系,打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理论根基。目前,已有涉外法治相关问题理论研究

的深度、锐度及创新性不足,应对策略研究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多为口号式、

标语化的主张,〔70〕难以在涉外法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对此,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切实支持

高校、研究机构系统性、聚焦性开展涉外法治理论问题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由全国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办公室、教育部、司法部、商务部、中国法学会等部门加强涉外法治研究相关课题指南设

置和资金支持、制定《加强涉外法治研究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完善科研评价机制,并提高涉

外法治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等级等。

第四,推动政府、企业、法律服务机构等拓展涉外事务岗位,切实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

“需求侧”改革。建议处理涉外事务的政府部门设立涉外法务工作机构,设立涉外公职律师岗,

以提高政府对涉外法律事务的处理能力;有海外业务的企业设立涉外法务岗,加强对企业海外

经营法律风险的把控,提高企业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和重大海外业务的决策质量;在我国驻外

使领事馆设立法务参赞岗等。〔71〕截至目前,已有政府部门开展相关探索,如广州市司法局设

立“涉外法治工作处”,成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设立的第一个涉外法治工作专门机构;上海市浦

东新区举办“建设涉外法治人才高地启动仪式”,其中包括重点加大对高端紧缺的涉外法律服

务人才引进和服务力度,对领军型、拔尖型和急需型人才,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奖励;浦东法律服务业协会联合上海多家律师事务所,共同推出10个涉外律师高薪岗位等。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第36条规定,鼓励本市

仲裁机构建立涉外仲裁法治人才培养基地,开展仲裁理论研究、业务培训和交流研讨,组织优

秀仲裁人才赴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相关法律服务机构和国际组织交流、实习、培训

和任职;支持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商会等在鉴定评估、域外法律查明、海事事故处理等领域培

养仲裁领域的专业人员。

五、结 语

2024年7月23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的《关于开展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支持高校面向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际组织等关键领域布局相

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涉外法治建设中

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

系需要根据人才培养实际成效和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同步更新和系统优化。对标新

时代国际、国内制度环境对深化法学教育的新要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审视我国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进而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的路径不仅是当务之急,

更是长远发展所需。明确综合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导向、“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的

规范化标准化及其供需关系的平衡等,构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优化的方向指引。循此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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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孔庆江、闫俊慧:“我国涉外法治研究的现状及发展”,《人民检察》2023年第19期,第62页。
参见方燕:“关于设置驻外法务参赞的建议”,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30日,第5版。



辑,我国应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通过推动外语专业与法学专业的深度融合,全面提

升涉外法治人才的语言技能、认知能力和共情能力;应结合自身办学基础和特色,构建“法学

+”学科体系,推进法学与其他专业的交叉融合;应设立指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常设机构,并
授权其组织推动课程、师资、考核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应积极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需求侧改革,打造有利于涉外法治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以此引领和保障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无疑,只有通过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新时代涉外

法治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才能加快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
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助推我国涉外法治建设行稳致远。

Abstract:
     

Foreign-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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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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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mining
 

the
 

practices
 

of
 

training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from
 

both
 

the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as
 

well
 

as
 

obser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legal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n
 

help
 

reveal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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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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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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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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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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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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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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